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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Station-City Integration" to "Corridor Integration": TOD Framework and
Model Optim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of Flows
LIU Xiang, CHEN Xiaohong, PAN Haixiao

Abstract：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TOD) is a crucial planning approach for ad‐

dressing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allenges. However, the theoretical mecha‐

nism and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of TOD require further improvement. The paper re‐

views the TOD concept and its key mechanisms, emphasizing that integrating public

transit and land use is central to TOD. However,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TOD

is not simply compact, mixed, and high-intensity land development, but rather en‐

hancing the attractiveness of public transit to residents and promoting urban green,

low-carb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address implementation challenges of

TOD policies in China, the paper propos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encompassing

travel behavior, public transit systems, and land u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pace of flows. Based on empirical findings about community structures influenced

by transit travel behavior, the paper proposes an optimized TOD model with the

"corridor" as the primary planning unit. This approach aims to achieve more bal‐

anced passenger ridership on rail transit and provide urban residents with better

choices in employment, residence, and recreation.

Keywords: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planning theory; TOD corridor; space of

flows; travel behavior

城镇化和机动化双重作用使得城市交通需求激增，给城市环境保护、能源安全、拥

堵治理带来巨大挑战。公共交通因此成为降低能源消耗、缓解交通拥堵压力、促

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必要举措。与此同时，以公共交通站点为中心，适宜的步行距离

为半径，强调在半径内进行紧凑、混合、高强度土地开发，从而提高居民公共交通出行

分担率以及土地利用效益的公交导向城市发展模式（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TOD）
得到广泛倡导。世界各国大城市的公共交通发展或站域土地开发项目常借用TOD概念，

推动着城市土地开发和公共交通扩展，并形成了极为丰富的实践案例。然而，对TOD
在城市和交通发展中的真实影响和实践效益仍有较大争议，特别是许多TOD项目的实

际效果与理想目标之间存在显著差距，亟待对此进行系统深入的探究。基于此，本文从

从 “ 站 城 一 体 ” 到 “ 走 廊 融
合”：流动空间视角下的 TOD
发展理论框架与模式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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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公 交 导 向 的 城 市 发 展 模 式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TOD） 是

应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挑战的关键规划方

法，但TOD发展模式的理论机制和实践

成效仍待进一步完善。通过回溯TOD概

念的基本内涵和关键机制，明确公共交

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是TOD发展模式的

实质，强调 TOD 的根本目的并不是紧

凑、混合、高强度的土地开发，而是提

升公共交通在居民出行选择中的竞争力

和吸引力，促进城市绿色、低碳、可持

续发展。针对TOD发展模式在中国实践

中所遇到的困境，提出流动空间视角下

的“出行行为—公共交通—土地利用”

模式理论框架。依据轨道交通出行行为

的社区结构实证结果，提出以“走廊”

为主要规划场景的TOD优化模式，以期

为公共交通提供更多更均衡的客流，为

城市居民提供更多公交便利的就业、居

住和游憩选择空间。

关键词 公 交 导 向 开 发 ； 规 划 理 论 ；

TOD走廊；流动空间；出行行为

作者简介

刘 翔，同济大学城市交通研究院博士研究

生，xliu02@tongji.edu.cn
陈小鸿，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同济大

学城市交通研究院、道路与交通工

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导

潘海啸，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同济

大学城市交通研究院、高密度人居

环境生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教授、博导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6361/j.upf.202404005
文 章 编 号 1000-3363（2024）04⁃0034⁃07

* 本项研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出行质量测度的都市区多级轨网生长与城镇空间结构

协同发展互馈机理研究”（项目编号：5207120292）

34



从“站城一体”到“走廊融合”：流动空间视角下的TOD发展理论框架与模式优化 刘 翔 陈小鸿 潘海啸

TOD概念的基本内涵与关键机制入手，

结合TOD发展模式在中国实践中所遇到

的困境，提出流动空间视角下的TOD走

廊发展模式。

1 TOD概念的基本内涵与关键

机制

1.1 基本内涵

TOD概念诞生的背景源于美国对城

市郊区蔓延及其外部不经济性的批判与

纠正[1]。二战之后，伴随着人口激增和小

汽车普及，美国许多城市进入快速郊区

化进程。由于早期的郊区化进程几乎没

有任何外部开发限制，1960年代后，美

国的城市空间发展形成了以低密度、分

散化为主要特征的蔓延模式，并导致交

通拥堵、空气污染与生态环境恶化等一

系列城市过度蔓延的衍生问题[2]。针对城

市蔓延危机，通过改变传统空间增长方

式，促进特定地域内紧凑发展，以实现

城市与郊区协同、增强地方归属感、保

护自然文化资源、提高开发收益等综合

目标的“精明增长”（smart growth）发展

理念开始在美国兴起[3]。在此背景下，

1993年卡尔索普（Calthorpe P.）首次提

出公交导向的城市发展①（TOD）概念，

即“为城市开发构建一个新的框架，使

开发中的各个元素融合为混合度高、适

于步行且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街坊和社

区。它建议在居住区和重点商业区引入

一种新的开发模式，为更多元的出行模

式以及社会经济活动创建平台”[4]。此

后，卡尔索普的TOD概念成为一套新的

土地利用和公共交通设计标准，这个标

准后被塞韦罗（Cevero R.）等[5]概括为高

密度 （density）、混合利用 （diversity）、

步行友好设计（design）的 3D原则。后

在3D原则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目的地可

达性（destination accessibility）和交通接

驳距离 （distance to transit），构成了 5D
原则[6-7]。如果能够按照这 5项原则实施

TOD，将会使人均车公里数减少[8-9]。
早期TOD发展模式侧重于微观层面

的站域开发[10]，特别是围绕公共交通站

点 2000英尺（约 600 m）范围内的邻里

或社区单元构建[11]，塞韦罗等所提出的

3D原则实际上是一种空间设计标准，强

调从公共交通和土地利用的主动安排来

实现交通系统和土地开发之间的良性循

环[4]。由于其简单直观且易度量，3D原

则在提出之后就得到广泛应用[7]，并衍生

出若干子指标，如：高密度的居住人口

和就业岗位、容积率、各类用地面积占

比、交叉口数量、步行网络密度等[12]。
后期TOD发展模式不断丰富细化，其内

涵与外延也得到了极大拓展[12]。在空间

尺度上，TOD发展模式从早期的围绕站

点周边的社区开发，拓展到宏观层面的

公共交通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协同发展。

如塞韦罗[1]将 TOD发展模式延伸为公交

都市（transit metropolis），将公交系统的

积极作用不再局限于站域，而强调以公

交服务与城市空间的整体性协同来推动

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并分别介

绍了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新加坡、

东京、库里提巴等公交都市的成功经验。

在TOD类别研究上，TOD从早期的3D通

用性原则逐步细化为分类别、分圈层的

差异化导则[13]。如重新连接美国 （Re⁃
connecting America） 与 TOD中心 （Cen⁃
ter for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两

个机构联合提出区域中心、城市中心、

城郊中心、公交小镇中心、公交社区、

特殊功能或就业区、混合功能廊道等 7
种典型 TOD站点类型[14]，强调因站制宜

地进行 TOD开发。在 TOD评价方法上，

TOD发展模式从早期以定性为主的评价

方法，逐步开始采用层次分析[15]、复杂

网络[16]、节点—场所模型[17]等多种定量方

法，以此提升TOD评价和规划方法的科

学性。此外，关于TOD的研究还延展到

开发体制机制[18]、地租价格影响[19]、乡绅

化[20]等方面。

综上，TOD概念诞生于美国对城市

郊区蔓延危机的批判与纠正，虽然TOD
的设计导则和研究议题不断发生改变，

但TOD的内涵仍然是期望通过城市公共

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发展，鼓励居民

对公共交通的优先选择，以此促进公交

运能的充分利用、城市土地的集约开发、

城市和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其中：

土地利用可以是微观层面的站域土地利

用方式，也可以是涉及宏观层面的空间

结构；公共交通也并非限于大运量地铁，

也可以是轻轨或快速公交等不同形式的

公共交通[21]。究其本源，TOD发展模式

的根本目的不是站域土地开发或公共交

通扩展，而是通过紧凑、混合、高强度

的站域土地开发，提升公共交通在居民

出行选择中的竞争力和吸引力，从而有

效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环境

恶化等“城市病”，这是 TOD概念的

初衷[4]。

1.2 关键机制

TOD作为以公共交通引导的城市发

展模式，其中的“引导”作用源于土地

利用与公共交通之间的两种正反馈机制。

第一种正反馈机制为源流机制（图 1），

即：城市土地利用为各类城市活动的发

生提供了空间载体；各类城市活动产生

出行需求的“源”头，决定着交通出行

的生产与吸引[22]。城市交通系统的布局

与运输能力决定了城市活动的空间可达

性（出行时间/距离/价格），并影响着人

们的出行选择；选择的结果形成交通系

统中的“流”，进而对城市土地价值产生

影响[23]。TOD发展模式正是通过拉近了

“源”与“流”之间的转换距离，加快了

土地开发的速率，保障了公共交通的客

流规模，形成了相较于其他城市发展模

式的比较优势。

第二种正反馈机制为规模经济机制

（图2）。相较于私人小汽车，公共交通具

有更好的交通资源利用效率，即在相同

的空间和时间下，能够运输更多的乘客，

且平均运输成本随运输旅客量的增加而

下降，具有运输规模经济效益。同时，

更大的运能优势使得生产者可以依托公

共交通服务更多的市场需求，进而支撑

紧凑、混合、高强度开发和以此形成的

空间规模经济正外部性[24]。运输规模经

济和空间规模经济能够让TOD从紧凑的

土地利用模式向集聚经济的发展优势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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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TOD的源流机制
Fig.1 Traffic flow in the TO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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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此时的TOD可被理解为不单是一个

空间客体，而是一个能够通过交通和土

地一体化促进经济效益提升的主体，并

让生产要素的组织特征（如时间敏感性

行业对交通可达性的依赖）透过TOD的

空间特征（如5D特征）加以显化[25]。
TOD发展模式正是基于这两种土地

利用和公共交通的正反馈机制，构成了

土地利用、空间活动、交通可达性、交

通运输能力之间的理想发展状态。在实

践中，追求这种理想发展状态的模式大

致为两种：一种是先有土地利用改变后

有交通设施扩容的“支撑模式”[26]；另

一种是先有交通设施扩容后有土地利用

改变的“引导模型”[27]。前者的优势在

于具有成熟的交通需求基础，但会导致

后期交通建设成本与难度的显著增加。

后者的优势在于减少交通建设成本与难

度，但交通需求会在前期持续偏弱[28]。

2 TOD发展模式在中国的实践

困境

2.1 发展集聚程度不高

尽管TOD发展模式在21世纪初就被

引进中国并得到了广泛提倡，但从目前

发展的成效看，中国TOD的实践效果与

新加坡、香港、哥本哈根等国际上较为

认可的TOD成功案例相比还存在较大差

距，这个差距首先表现在城市轨道交通

走廊沿线发展要素集聚态势仍不明显[29]。
研究[30]显示，中国主要城市轨道交通站

点周边地区的人口、岗位分布总体仍呈

现均质化状态，未呈现明显沿走廊集聚

分布的态势。公共交通系统，特别是轨

道交通线网与站点布局仍是“追随”城

市发展，尚未达到交通先行下“引导”

城市发展的模式[31]，导致中国城市轨道

交通沿线的人口、岗位集聚程度和吸引

力有限[32]。以北京、上海为例，北京五

环路内、上海外环路内轨道交通线网规

模虽然为新加坡、香港的 2倍，但站点

周边 500 m半径范围内人口覆盖比例仅

为新加坡、香港的 50%左右[30]。轨道交

通站点周边并未呈现明显的土地开发强

度、混合度和站点连通便利度（如出口

数量）的差异，未能充分发挥城市大运

量轨道交通的运输规模经济效益。

2.2 线网客流强度偏低

虽然TOD强调城市公共交通特别是

轨道交通对土地利用的引导作用，但由

于轨道交通站点周边的土地开发相比于

轨道交通建设需要耗费更多时间、项目

推进阻力也更大，在TOD实践中轨道交

通建设速度整体超前于土地开发速度，

拉低了中国城市轨道交通网络整体客流

强度。2019年全国城市轨道交通每日每

公里平均客运强度为 0.71万人次[33]，刚

达到国办发 52号文②所要求的初期客运

强度标准。其中，全国客运强度高于1.5
万人次的城市占比仅 17%左右，线网客

运强度低于 0.7万人次的城市占比约为

46%，低于 0.7 万人次的线路占比约

39%[33]。排名最高的广州地铁客运强度

也仅为1.74万人次，与香港的2.1万人次

以及日本东京的2.9万人次仍存在明显差

距[34]。这种低客流强度现象不仅导致城

市轨道交通运能的极大浪费，也给地方

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补贴压力[35]。未

来，随着新增城镇人口导入速率趋缓，

超大城市新增轨道交通线路逐渐向人口

密度较低的郊区延伸，城市轨道交通整

体运营效益可能进一步降低[36]。

2.3 通勤客流分布不均

由于中国城市郊区外围次级就业中

心发育缓慢[37]以及外围放射走廊交通模

式单一等原因[38]，高峰时段城市郊区与

城市中心城之间轨道交通联系单向客流

累积严重，导致通勤客流通道不均衡矛

盾突出[39]。以上海市为例，宝山、嘉定

以及松江等外围新城至上海市中心城方

向、浦东南部近郊及闵行浦江镇至中心

城方向通勤通道不平衡系数超过 3，青

浦—虹桥—中心城方向的东西向客流通

道不平衡系数也在 2以上，形成了明显

的“潮汐”交通[40]。通勤通道客流的不

平衡性直接导致了轨道交通线网在早高

峰入城方向上的运能不足（断面客流达4
万—6万人次/h）和反方向运能浪费（出

城方向仅0.5万—1万人次/h）。尤其是城

市郊区与城市中心城之间的转换地带，

呈现严重拥挤运行状态，甚至导致轨道

线路局部运行区间或站点需要采取限流

措施。这种通勤通道客流的不均衡性并

不符合TOD概念中绿色、低碳、可持续

发展的初衷，相反，可能会形成另一种

形式的交通“拥堵”，还会因空载率过高

而导致地铁人均能耗和排放比私家车更

高的风险[41]。

2.4 开发模式简单套用

当前TOD开发模式也存在简单套用

的趋势和风险[12]。围绕公共交通站点步

行可达范围，倡导紧凑、混合、高强度

土地开发的TOD发展模式被泛化为轨道

交通站点（甚至高铁站）站域开发的通

用性原则，并宣称“建轨道就是建城市”

的核心规划理念[42]。然而，实践和研究

证明并非所有的轨道交通站域空间都适

合、都应该进行紧凑、混合、高强度的

土地开发。一方面，站点土地开发的体

量应由站点服务的市场需求决定，网络

可达性较弱、周边地区人口和岗位密度

较低的轨道交通站点并不适于大规模、

高强度的开发，否则将导致开发后使用

率不足而闲置的风险[12]。另一方面，伴

随着电子商务和远程办公对传统商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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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TOD的规模经济机制
Fig.2 Economies of scale of in the TO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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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空间需求的巨大冲击[43]，轨道交通站

点周边的土地是否还能普遍按照大规模、

高强度的模式进行开发也值得商榷。

3 流动空间视角下的TOD走廊发

展模式

3.1 “场所空间”向“流动空间”的视

角转变

城市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发

展是 TOD模式的实质[32]。因此，如何理

解城市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之间的“一

体化”成为TOD发展模式的关键，也是

破解当前中国TOD实践困境的唯一途径。

从理论视角来看，传统的TOD发展模式

建立在静态物质层面的土地利用和交通

设施增长基础之上，过分忽视了TOD发

展模式的根本服务对象——人的行为考

量，特别是忽视了人的出行行为的动态

性和约束性对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

化发展的影响，亟待从更为动态的流动

空间③视角对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正反馈

机制进行重新理解。

因此，本文提出将“出行行为”纳

入 TOD发展模式的关联维度中，构建

“出行行为—公共交通—土地利用”的理

论分析框架（图 3），以此强调人的出行

行为既是个体适应交通和空间的选择表

现[44]，也是交通布局和空间干预的约束

条件与改善目标[38]。一方面，出行行为

在公共交通中的影响具体体现为客流，

出行阻抗（特别是换乘次数和接驳环境）

对公交网络形态与布局产生直接影响，

而设施布局与服务管理对出行行为具有

调控作用；另一方面，出行行为在土地

利用中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人流，时间预

算的稳定性对活动空间产生约束性影响，

而空间交互（特别是沿走廊的空间交互）

则能为个体的居住、就业和游憩等活动

提供更多公交便利的选择空间[45]。
其次，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

不仅是愿景，也是一个过程[46]。时间作

为一个调节变量，会对两者之间的交互

关系产生影响，因此需要因“时”制宜

地设计TOD开发策略，并依据不同时间

阶段对TOD发展策略进行迭代式更新[47]。

相比于传统的TOD发展模式，流动空间

视角下的TOD发展模式为TOD提供了一

个更具解释性和指向性（以人的行为为

根本）的 TOD发展理论框架，3个关联

维度具有各自对应的干预途径，为解决

TOD发展模式实践困境和拓展TOD应用

价值提供了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3.2 “站城一体”到“走廊融合”的模

式优化

基于“出行行为—公共交通—土地

利用”的理论分析框架，笔者运用上海

市 2019年 9月某工作日全天地铁刷卡数

据和 Louvain社区发现算法④，对上海市

地铁出行行为进行了流聚类（图 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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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基于“出行行为—公共交通—土地利用”的理论分析框架
Fig.3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ravel behavior-public transit-land use"

图4 基于上海市地铁刷卡数据站间客流的社区发现分析结果
Fig.4 Empirical evidence of transit-based movement between communities in terms of passenger volume supported by Shanghai smartcard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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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别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适宜的一体化

空间层次与范围。实证分析结果显示，

虽然上海市地铁线网形态具有高度的复

杂性，但出行行为在市域以及中心城内

都具有稳定的社区结构，且社区结构呈

现明显的“走廊”特征，即围绕地铁线

路为主要出行空间的社区结构。针对伦

敦地铁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类似的结

论[48]。因此，相比于“站点”周围，以

“走廊”沿线为规划单元的TOD发展模式

更适宜于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发

展。换言之，以“走廊”为空间单元来

协调各TOD站点的发展模式不仅符合居

民轨道交通出行行为的基本规律，也更

利于各站点之间的空间交互强度和均衡

性调整，为城市居民在相同通勤时间条

件下提供更多公交便利的就业和居住选

择空间。此外，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也是

以线为单位进行规划建设，以“走廊”

为空间单元的TOD发展模式也更利于线

网客流的整体培育与土地整备[49]。
基于此，本文提出“走廊融合”的

TOD优化模式（图 5），即沿公交走廊提

高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的时空组

织模式。优化模式保留了原有TOD概念

中“适于步行且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街

坊和社区”和“为更多元的出行模式以

及社会经济活动创建平台”[4]的基本内

涵，但将TOD发展模式中用地功能和紧

凑开发要求置于交通“走廊”内进行安

排。所提出的“走廊融合”模式并非是

对“站城一体”TOD模式的全盘否定，

而是基于居民出行行为规律，将TOD概

念实质——土地利用与公共交通一体化，

置于更适宜的空间场景中进行发展，以

更好地实现公交运能的充分利用、土地

集约开发、城市可持续发展等TOD概念

初衷。表 1进一步对比了“站城一体”

和“走廊融合”的主要异同点。

3.3 “走廊融合”模式的应用路径与规

划案例

在规划实践中，为更好地发挥“走

廊融合”的模式优势，可构建“圈层—

走廊—节点”的多层次TOD发展框架[55]，
突出“走廊融合”模式的功能连接与协

调价值。从宏观的角度，“走廊融合”模

式需要结合城市的整体区位分布，分析

地租影响的圈层大小与边界，对走廊的

吸引方向与流动规模做出整体性判断，

并结合城市主要功能片区，识别主要发

展走廊的主要连接区域和范围。如在北

京城市副中心M101走廊规划设计（图6）
中，走廊依据副中心的整体空间结构确

定了西北向西南穿越副中心区域的走廊

布局方向，通过比选各功能组团和交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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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站城一体”和“走廊融合”模式概念示意图
Fig.5 The conceptual diagram of "station-city integration" and "corridor integration" approaches

要素

目标

关注点

规划原则

技术指标

“站城一体”模式

促进公共交通使用、促进城市紧凑发展[12]

围绕站点场所的土地利用[51]

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在站点周围的局部耦合[52]

站点周边土地利用密度、强度、混合度[5]、站点
客流规模等[53]

“走廊融合”模式

促进公共交通使用、促进城市紧凑和协调发展、
促进客流均衡分布[50]

基于交通走廊的空间交互组织

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在走廊沿线的全局耦合[50]

走廊沿线土地利用密度、强度、混合度、人口即
岗位覆盖率、站点与站间客流规模与均衡性[54]、

通勤可达性、站点接驳水平等

表1 两种TOD规划模式的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two TOD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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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北京城市副中心M101走廊
Fig.6 The M101 corridor in Beijing Sub-City Centre

资料来源：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 . 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 , 2016年—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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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纽（如副中心站与通州西站）的重要

性和功能性差异，按照均衡协调的空间

交互原则，确立了M101走廊需要串联的

功能节点。最后，走廊结合用地的布局

和规模，进一步落实了走廊沿线的设站

位置、路由和土地利用安排。一方面，

多个功能差异的空间组团为走廊提供了

一定强度并较为均衡的客流基础；另一

方面，功能组团也通过走廊的串联协调

了空间的竞合关系，激活了具有发展潜

力的功能片区。

从微观的角度，“走廊融合”模式需

要通过站点紧凑开发和精细化接驳服务

设计，扩大站点的吸引力和服务能力，

为走廊提供更多的客流来源。特别是对

于尚不具备大规模开发可能的站点，可

优先考虑结合共享出行、接驳公交等出

行服务，扩展站点的服务范围，提升公

共交通出行的便利性。如国外已有部分

城市应用轨道微中心（mobility hub）概

念，将新兴出行服务植入轨道交通站点

（图7）。对于商业中心型和交通枢纽型站

点，可考虑增设共享汽车或定制公交接

驳服务，提升站点集散能力。对于大型

居住型和就业集聚地，可通过设置共享

单车、共享汽车及充电桩、无人公交等

换乘服务，提升居民出行效率和便利

性[12]。一方面，微中心通过借助新型出

行服务的发展，提升了公共交通在居民

出行选择中的吸引力，为走廊沿线其他

站点的TOD开发提供更多人流；另一方

面，公共交通也能为新型出行服务提供

稳定客户群体和服务据点，提升共享出

行的服务周转率和成本效益。

4 结语

TOD概念从诞生到现在已有 30余
年，这30年里，TOD成为世界许多大城

市土地利用开发和公交系统扩展的重要

模式，虽然TOD具体的设计导则和研究

议题不断发生改变，但TOD的基本内涵

仍然是期望通过城市公共交通与土地利

用一体化来鼓励城市居民对公共交通的

优先选择，以此促进公交运能的充分利

用、土地的集约开发、城市的可持续发

展。然而，当前TOD在中国的实践仍存

在发展集聚程度不高、线网客流强度偏

低、通勤客流分布不均、开发模式简单

套用等实践困境。基于此，本文试图提

出流动空间视角下的“出行行为—公共

交通—土地利用”TOD理论分析框架。

依据轨道交通出行行为的社区结构实证

结果，提出以“走廊”为主要规划场景

的TOD优化模式，以期为轨道交通提供

更多更均衡的客流，为城市居民提供更

多公交便利的就业、居住和游憩选择

空间。

注释

① 文中“公交”指公共交通，以城市轨道交

通、快速公共汽车交通为主。

②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轨道

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国办发

〔2018〕52号）。

③ 不同于卡斯特尔 （Castells M.） 提出的

“流空间”（space of flow） 概念，本文中

的“流动空间”指人的流动和时间的流

动，是TOD发展中动态性的两个关键分

析维度，对土地利用与交通系统交互关系

能够生产重要影响。

④ 考虑到城市轨道交通站间客流的结构特征

与复杂网络中的“社区”概念十分接近，

本文借用社区识别算法来解决城市轨道交

通大规模OD流聚类问题。在经过一定比

选后，本文选择Louvain算法作为城市轨

道交通网络结构的分析方法，所识别出的

社区可表示联系相对紧密的空间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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